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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哲学，而我觉得哲学无趣。与

中国人在想什么相比，我更想知道

他们为什么这样思考。对我的影响

更大的是约瑟夫·弗莱彻，亚洲内

陆方面伟大的历史学家。遗憾的是，

他 49 岁就去世了，没能活到我毕业。

所以后来我又成了菲利普·库恩的

学生。

明朝的衰亡

《新民周刊》：您的《杀千刀：

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这本书给

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书中的《致谢》

里写到，因为 2001 年 3 月参加多伦

多大学举办的比较刑罚史学研讨会

开始写作这本书，开个研讨会就要

写一本书的吗？是不是之前就已经

开始研究凌迟了？

卜正民：学术会议通常是启动

项目的好方法。在那次会议之前，

我在法律问题上做的研究很少，但

我对这方面的研究很感兴趣。写这

本书是因为遇到了杰罗姆·布尔贡，

他比我更了解中国的法律。较早前，

他在亚洲研究学会的年会上组织了

一个研究凌迟专家小组，正在寻找

一个评论人。他问历史学者王国斌。

王国斌建议我可以胜任。这是我和

布尔贡以及其他人在这一领域长期

合作的开始，随后才有多伦多大学

举办的比较刑罚史学研讨会以及这

本书。

《新民周刊》：中国古代帝王

实行凌迟，主要的目的肯定是为了

震慑百姓、防止犯罪，您认为这样

的目的有没有达到？

卜正民：凌迟是法律可以使用

的最极端、最让人不寒而栗的惩罚，

但却没有能达到皇帝希望它达到的

示范效应。罪犯犯罪是基于他是否

能逃脱法律惩罚以及他将付出什么

样的代价的考量。每个罪犯都是赌

徒，他们赌的是他们不会被抓住，

赌赢了，那就是好的，无论处罚多

么严苛，这样的考量都不会改变。

死刑尤其如此，因为死亡的结果是

一样的，不管如何被执行。如果凌

迟有这样一个意图：提醒人们它政

权有多么强大和可怕，那我认为它

改变不了任何犯罪的企图。

《新民周刊》：《明代的社会

与国家》里提到了宦官干政，您觉

得宦官对于明朝的灭亡是不是一个

关键性的因素？

卜正民：我不认为宦官是明帝

国走向衰亡的一个主要因素。宦官

是皇帝的“影子内阁”，所以皇帝

不必完全依靠朝廷中的官僚对国家

事务做出决断。在明代，宦官机构

和行政官僚之间的斗争极富盛名，

那是因为皇帝的无能，他在国家领

导层中的名不副实，往往既不能控

制也不会信任他们的官员。而宦官

的行为既不是公开的，也不受法律

约束。这就给宦官腐败以可乘之机，

让国家资源落入他们自己的囊中，

从而削弱了国家应对军事威胁或别

的威胁的能力。不过明崇祯时期国

家走向灭亡的因素有很多，宦官只

是其中一个。如果我们把宦官的因

素放大，他们就容易成为替罪羊。

《新民周刊》：第四章写的是

北直隶的水稻种植，您认为水稻的

推广种植，对于明代后期人口的增

长突破一亿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这种人口的过度增长是不是为明末

的农民起义埋下了伏笔？

卜正民：一般来说，生产和消

费之间的平衡是中国自 17 世纪以来

所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我不敢断

定明朝由盛转衰是因为人口过剩，

不过，在 20 世纪，因为医疗和科学

对马尔萨斯人口限制论的突破，使

得中国背负上了沉重的负担。中国

人需要更多的食物和水，而这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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